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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范仲淹是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 由于范仲淹的人品、事业在当时

太过辉耀，导致其在经学上的建树被道德功名掩盖，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关注。 近年来，学者们对范仲淹经学的研

究已经有所推进，但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 若从整体的层面对范

仲淹的经学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发现其经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

想，包括养民、利民、爱民等具体内容；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

为主导“庆历新政”的哲学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进则忧国忧民，退则乐天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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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人物，范仲淹（９８９—
１０５２）的人品、事业可谓卓绝一时。 南宋儒者吕中

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１］ 朱熹

也认为范仲淹乃“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２］１０４８，
并称赞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 ［３］ 。
宋代以还，历代儒者对范仲淹的道德、功业无不推崇

有加，相关研究业已硕果累累。 但实际上，范仲淹在

经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其文集中至今仍存有《易义》
《四德说》等经学专论以及大量讨论经学义理的诗

文，涉及易学、春秋学、礼学、四书学等多个经学学

科。 自汉代以降，学者喜欢“以经术缘饰吏治”①，
依托对经传的讲解，来劝谏君主。 而宋仁宗则是历

史上通过经筵讲席学习经典时间最长的皇帝，由此

养成朝臣通过解经谏上的风气。 范仲淹经学思想的

形成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范仲淹的经学，并

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②。 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

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范仲淹的经学

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而较少从整体的层面分析范

仲淹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创新之处。 通过全面

阅读范仲淹的经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些颇具价值的

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这些无疑就是范仲淹经学思

想的核心与精华所在。 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

面对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做一尝试性的抉发。

一、“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

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 先秦时期，孔子大力提倡

“仁”学，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４］５３３６，将
“爱民”作为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 孟子在继承孔

子等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 “得其民斯得天

下” ［５］５９１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５］６０３７等熠

熠生辉的思想命题，极大地丰富了“民本”思想的核

心内 容。 荀 子 亦 指 出 “ 爱 民 者 强， 不 爱 民 者

弱” ［６］２７１，并两次引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６］１５２－１５３，５４４的道理，以说明

百姓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本源性因素。 孔、孟、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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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大儒对“民本”思想的诠释与推重，既形塑了儒

家“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基本品格，又让“民本”
思想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精神标识。 另外，《尚书·
五子之歌》也表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不仅阐

明了国之根本在于“民”，而且还强调“民”对维系国

家安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对后世“民本”思想的

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两岁失怙，出身孤寒，对底层民众生活之

困顿有切身的体会，至其出仕为官，仍不忘其本心。
如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三表》中便曾自述：“臣出

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

之。” ［２］３６０同时，范仲淹自少时即“游心儒术，决知

圣道之可行” ［２］３７７，并对以“尊民重民”为鲜明特点

的“孟轲之志” ［２］１３尤为尊崇。 因此，在范仲淹的经

学思想中，“民本”思想始终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
从范仲淹的《四民诗》 ［２］２６来看，其眼中的“民”并非

只限定于从事种植或养殖业的农民，而是囊括了士、
农、工、商四个类别，可以说是代表着除了统治者之

外的广泛的人民群众。
纵观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实以“政必顺民”为

核心宗旨：
　 　 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

熙无不获之人……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

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 于是审民之

好恶，察政之否臧。 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

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

夭，我则修富寿之方。 夫如是则爱将众同，乐与

人共，德泽浃于民庶，仁声播于雅颂。［２］２３

范仲淹所说的“政必顺民”，指的是一切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都必须顺从民意。 这明显是对《管子·
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④思想的创造性继承

与发展。 不过，范仲淹将之凝结为“政必顺民”四

字，表达更为醒豁。 范仲淹认为，君王治理国家只有

以“顺民心”为宗旨，才能鼓舞万民，铸就洽熙和乐

的社会；若以“肆予一人” “朕即国家”的理念为追

求，弄得民不聊生，则国家社稷必将有“颠危”之险。
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天下不应以皇帝一人为主体，
皇帝也不可唯我独尊、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役使人

民，而应以人民大众为主体。 “政必顺民”的关键在

一个“顺”字，执政者是虚己顺从民心，还是将民众

变成“顺民”，顺从自己，一字理解不同，意义大变，
其结局亦悬隔万里。 范仲淹接着阐述道，顺从民意，
就是要对人民群众的好恶有明晰的认识，并以此来

察验朝政的得失。 具体说来，即人民有疾苦，必为之

除去；人民可能遭罹灾害，必为之提前预防；人民惧

怕繁杂苛细的法令，就应当简政便民；人民面临穷困

早夭的艰难处境，就得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让民众过

上富足长寿的生活。 总之，统治者应当“不以己欲

为欲，而以众心为心” ［２］２４，一切政策的兴废与调

整，皆以百姓的实际需要为准。 如此，政令所出，皆
顺“民心”，天下共享其乐，百姓同受其惠。

当然，范仲淹“政必顺民”的主张并非只是一句

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内容。
１．“政必顺民”的基础是“养民”
基于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范仲淹对人民群众

的生存境况格外重视，屡屡劝谏统治者应当全力

“养民”，即为人民群众提供能满足基本生活的各方

面条件。 《尚书·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

民。” ［７］范仲淹对此诠释道：“圣人之德，惟在善政；
善政之要，惟在养民。” ［２］４８１－４８２范仲淹认为，圣人

之德最关键的呈现在于推行“善政”，而推行“善政”
的紧要处即在于“养民”。 又《周易·系辞》提出：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 ［８］１７９范仲淹顺此阐述说：“是以天地养万物，
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 ［２］２１７这是

将“养民”视为圣人得位、国家得安的根本保证。
所以，范仲淹在《阅古堂诗》中写道：“耕夫与樵

子，饱暖相讴吟。 王道自此始，然后张熏琴。” ［２］６０

所谓“王道自此始”，明显是对《孟子·梁惠王》中的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

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５］５７９８一句

的化用。 以此可知，“养民”在范仲淹眼中实具有

“王道之始”的重要意义。
２．“政必顺民”的关键是“利民”
为了更好地阐发其“利民”的主张，范仲淹将

《周易》的“损益”之道创造性地诠释成“损上（君）
益下（民）”之道。 如范仲淹的《易义·损》说：

　 　 《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 其润上

行，取下资上之时也……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

则邦宁。 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
损之有时，民犹说（悦）也，兑为说（悦）；损之无

时，泽将竭焉，兑为泽。 故曰“川竭必山崩”，此
之象也。［２］１２３

损卦䷨，其卦名的取象是从湖底挖土往山上堆，
即“取下资上”，范仲淹将其引申为剥民以奉君。 依

此，范仲淹表示，民虽处下，而实为邦本，故不可过度

取民之财。 如果一味地损民以利君，必然会使民力

困竭，这无疑是毁国之根基、陷国于险境，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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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国语·周语》中所言的“川竭山必崩”⑤的后

果。 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范仲淹在

诠解“益”卦时郑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益》，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
自上惠下之时也。 天道下济，品物咸亨；圣人下

济，万国咸宁。 《益》之为道大矣哉！ 然则益上

曰《损》，损上曰《益》者，何也？ 夫益上则损下，
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 损上则益

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 本斯固

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 下之益上，
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

之 有 焉 …… 明 《 益 》 之 道， 何 往 而 不 利

哉？［２］１２３－１２４

益卦䷩，震下巽上，上卦尚余二阳，下卦仅有一

阳，所以范仲淹说“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
益卦所喻示的正是这“自上惠下”之时的情境。 君

王居上，富有四海；民众居下，所拥或未及一室。 损

君上以益下民，则君上损耗无几，而下民得惠实多，
此即“圣人下济，万国咸宁”。 范仲淹接着分析说，
损卦因其损下益上、损民利君有伤“邦本”而得名为

“损”，益卦因其损上益下、损君利民巩固“邦本”而
得名为“益”。 换言之，是“损民”还是“益民”，构成

了损、益二卦的命名标准。 况且，损君利民本就是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其利而利之”，是可以持

续不竭的。 至此，我们便可以明白，大“益”之道的

核心要义就在于损上益下、损君利民。 万民皆得其

利，国便可得其安，这对于统治者来说，难道不是

“无往不利”吗？
而在《易义·兑》中，范仲淹进一步强调道，只

有做到推恩敷惠、一心“利民”，才能让君民上下和

谐欣悦，进而助推“王道之治”大得亨通：
　 　 《兑》，泽重润而上下皆说（悦），君子推恩

敷惠之时也。 夫说（悦） 万物者，莫说（悦） 乎

泽。 今复重之，民说（悦）而无疆者也。 劝天下

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则“顺乎天，应乎人”，
而王道亨。 不然者反此。 若夫威以先民，民重

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２］１２８

兑卦䷹，上下皆兑，犹两泽相连，寓意万物受到

湖水滋养而和悦。 范仲淹将其施于人事，诠释为君

民“上下皆悦”。 所以，此卦在其眼中所喻示的便是

“君子推恩敷惠之时”的情境。 《周易·说卦》云：
“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 ［８］１９７兑卦两泽相

重，交相浸润，这意味着民众此时能够遍受执政者政

策之恩惠，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无限喜悦。 范仲淹循

此而指出，执政者必须学会推恩敷惠以利民，才能顺

天应人，敦劝天下百姓，造就王道盛世⑥。 如果统治

者不仅不“利民”，反而还以苛政威权强加于民，让
民众无法安身立命的话，那么民众只会想着如何惜

力保命，而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效劳，此即范

仲淹所警诫的“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
重其死”。

３．“政必顺民”的根本是“爱民”
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爱民”思想，

认为统治者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

百姓：
　 　 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谓

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

黎……今我后化洽风行，道光天启。 每视民而

如子，复使臣而以礼。 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

物于一体。［２］４２５－４２６

范仲淹强调，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群众，给
予其真切的关爱与保护，统治者才能缔造“六合为

家”“万物一体”的丰功伟业，而国家也能由此长期

保持繁荣、安定与统一。 在《尧舜率天下以仁赋》
中，范仲淹更是以尧、舜之治为例，将这个道理讲得

非常明白：“穆穆虞舜，巍巍帝尧。 伊二圣之仁化，
致四海之富饶。 协和万邦，盖安人而为理；肆觐群

后，但复礼以居朝。 当其如天者尧，继尧者舜，守位

而时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 ［２］４２４尧、舜畅行仁

义、爱护百姓，方令四海和平富饶、人民和睦安康。
而未能像尧、舜一样胸怀“爱民”之心的统治者，必
然无法将“政必顺民”的施政宗旨长久地付诸实践。
如此，自然也就无法追三代之高、成就 “王道之

治”了。

二、“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

宋末元初的大儒牟 曾称誉范仲淹“博通六经，
尤长于《易》”⑦，观诸范仲淹现存的经学论著，亦以

易学为最多。 可见，易学在范仲淹的经学思想中实

具有柱础般的地位。 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本
来就是一部言 “变” 之书。 如 《周易·系辞》 云：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周
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

适。” ［８］１８７这是说，《周易》这部书不可须臾远离，天
地万物始终在流转变迁，不可执求于常规，只有变化

才是永恒。 《周易·系辞》还指出，易“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 ［８］１８０。 此语揭示了天道、人道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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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理。 就天地之道而言，万事万物发展到极端

（尽头）时，会发生新的变化，只有变化才是长久之

道。 就人道而言，遇到困穷时，就要学会改变，改变

了就能通达，通达了才能长久。 这是《周易》指导人

们认识世界的至理名言。 可见，在易学的视域中，变
化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通过深入分析范仲淹的易学论著，我们可以发

现，他的易学诠释始终笃守着《周易·系辞》所揭示

的“变易”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

易学思想体系。 如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曾指

出：“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 ［２］２６而在《穷神知

化赋》中，范仲淹又阐述说：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 究明

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大《易》格言，先

圣微旨。 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 在乎

穷之于此，得之于彼……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

以何疑？［２］４３３

范仲淹认为，“变化”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万事

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人既然生存于这充满

变化的世界，就应该主动地通其变化、成其变化。
“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以何疑”中的“恶盈”二字取

自《周易·谦》卦彖传“人道恶盈而好谦” ［８］６０。 为

人之道，厌恶自大盈满，自大盈满就不会有进步。 因

此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变化提升自己。 在《易
兼三材赋》中，范仲淹强调道，“唯变所适”是治《易》
用《易》的基本原则：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 观天之道，
察地之纪。 取人于斯，成卦于彼。 将以尽变化

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观其象则

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 上以统百王之

业，下以断万物之疑。 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

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 至矣哉！ 无幽不

通，唯变所适。［２］４３７－４３８

在范仲淹看来，《周易》一书涵括了天地间万事

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可以上统“百王之业”、下断

“万物之疑”，可谓是“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
所以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创作《周易》，其目的就是

让人们树立变化、变通的世界观，能认识世界发展变

化的规律而有所作为。 易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变动

不居”的，因此只有遵循“唯变所适”的基本原则，人
们才有机会达致“无幽不通”的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范仲淹现存的涉《易》文献

中，对“唯变所适”原则的探讨是数见不鲜的。 如在

《天道益谦赋》中，范仲淹总结说：“盛衰之应也，惟

变所适” ［２］４４６；而在《铸剑 为农器赋》中，他又提

出：“露颖者惟变所适，馀刃者复归于无。” ［２］４２７－４２８

在推崇《周易》“唯变所适”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范仲

淹还创造性地将《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由事物

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成专门针对政治、社会改革的

指导思想。 这既是范仲淹易学的创新之处，也是其

现存文献中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 如早在天圣三年

（１０２５ 年）四月写给皇太后刘氏与宋仁宗的《奏上时

务书》中，范仲淹便依托《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
试图劝谏统治者发起“文风改革”运动：

　 　 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 风化厚薄，见乎

文章。 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

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 故圣人之理天下

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惟圣

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 《易》
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亦此之谓也。
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
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

朝之细……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

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
下幸甚！［２］１７２－１７３

范仲淹指出，每一时代之文风皆与此一时代之

世风相呼应，因而每一时代之世风是敦厚还是浇薄，
便会立即体现在文风上。 这样，阅读虞、夏两代之

书，便足以明悉圣帝明王的治国理政之道；而观览南

朝宋、齐、梁、陈之文章，亦足以知晓衰败淫靡之风的

危害。 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往往十分注重对文风的

规训与引导，文采过度则以朴实救之，朴实过度则以

文采救之。 在“文弊”或“质弊”产生之时，如果不以

圣帝明王为典范，及时地采取“文质相救”的办法进

行补救与调整，任由其不断发展下去，就会因文风之

“弊”引发世风之“弊”，最终积重难返、难以自救，以
致天下大乱、兵祸绵延。 北宋建立之后，国家重归一

统。 但自真宗朝开始，由杨亿所引领的“西昆体”盛
行天下，士大夫纷纷以“六朝之细”为尚，“专事藻

饰，破碎大雅” ［２］１５８，诚可谓是“文弊”甚矣。 所以，
范仲淹在给统治者的上书中特意援引《周易》的“穷
变通久”之道作为理论根据，呼吁朝廷应当在“文
弊”未至不可救药之前赶紧进行“文风改革”，引导

士大夫“兴复古道”，从尚“六朝之细”到师“虞、夏之

风”，这样才有可能救“斯文之薄”，培植出追迹“三
代”的敦厚世风。

当然，随着范仲淹对北宋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思

考不断深入，他敏锐地意识到，要化解当时的社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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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仅仅通过改革文风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持变

通之数于天下” ［２］２６８，方能成就“当世之务”。 也就

是说，范仲淹逐渐确信，只有发起全方位的政治改革

运动，才可以让北宋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彻底

摆脱积贫积弱的危险处境。 又如，在天圣五年冒哀

上呈宰执的 《上执政书》 中，范仲淹心急如焚地

说道：
　 　 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

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
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
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 李唐之兴也，如周汉

焉，其衰也，亦周汉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

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 惟圣人设卦观象，“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非知变者，其能久乎？
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

徒然哉？［２］１８３

正如周、汉、李唐有其兴亦有其衰一样，天下事

物总是否极而泰、泰极又否，呈现出盛衰循环的规

律。 范仲淹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圣人早就通过解

《易》，提出了“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 “穷变通

久”的关键处在于“变”，只有主动打破陈规，因势而

动，顺时而“变”，才有可能跳出盛极必衰的“历史周

期率”，进而成就长久之业。 若不知顺应其“变”，使
得朝政走向败坏穷极，又怎能实现长久不衰？ 由是，
范仲淹强调道，“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是圣人在创

作、诠释《周易》的过程中为在上位者提供的治理天

下的要旨，这岂会是徒然无效的呢！
《周易》的革鼎两卦是专讲“变革”的卦。 《周

易· 杂 卦 》 云： “《 革 》， 去 故 也； 《 鼎 》， 取 新

也。” ［８］２０２尤其是《革》之《彖》还旗帜鲜明地讴歌了

“汤武革命” ［８］１２４。 因而在《易义》中，范仲淹通过

对革鼎两卦的诠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其“穷变通

久”的改革思想。 如在《易义·革》中，范仲淹指出：
　 　 《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

之时也……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
然而反常之权，天下何由而从之？ 以其内文明

而外说（悦）也……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
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

有道易无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听矣，其汤武之

作耶！［２］１２５

革卦䷰，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下有火，
是极度反常之事，必不可长久，说明变革将至，故而

范仲淹认为此卦喻示“圣人行权革易之时”。 对于

人类社会来说，极度反常之事莫过于“天下无道”，

圣人于此时不会拘守成规，而是灵活地顺应时势变

化发起革命。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跟着圣人进行

革命呢？ 范仲淹解释道，革卦内离外兑，离为丽，象
征文明，兑为说（悦），表示喜悦，这说明圣人乃是凭

借其内在的美德而使人民向而往之，故而愿意跟随

他进行革命。 而对于圣人能革命成功的缘由，范仲

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总结为以“文明” 革其 “昏

乱”，以“天下之说（悦）”革其“四海之怨”，以“至
仁”革其“不仁”，以“有道”革其“无道”。 一言以蔽

之，以 “德政” 革其 “暴政”，故能 “顺乎天而应乎

人” ［８］１２４，成就伟业，取得成功。 范仲淹的论述，既
指明了汤、武发动“革命”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抢

夺大宝之位，而是在反常之世修仁德、行仁政，“天
下归心”的自然结果，又阐明了在天下无道、弊政丛

生的情况下，圣人领导革命以“德政”更替“暴政”的
举措是完全正当与合法的。 再看《易义·鼎》：

　 　 《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

之时也。 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 天下既革而

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
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 汤武正位，然后改正

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

欤？ 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 圣人之新，为
天下也。［２］１２５－１２６

鼎作为礼器，是至高权力的象征。 因此新铸鼎

器，乃是新生政权建立的宣示。 所以，范仲淹认为此

卦喻示“圣人开基立器之时”。 革卦表示变革的过

程，鼎卦则说明变革已成，新的法度与秩序陆续建

立，即“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
新天下之务”。 至此，范仲淹特意强调“圣人之新，
为天下也”，圣人革旧创新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天下

百姓———这既是圣人发动革命的初衷，也是其革命

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
综合范仲淹对革、鼎二卦的诠释，我们可以总结

出如下观点：在朝政走向穷极、天下陷入无道之时，
只有以至仁之心推行改革或发动革命，才能解除困

境，重新走向长久之治。 这样，当范仲淹置身于北宋

仁宗朝“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
夷狄骄盛，寇盗横炽” ［２］４７４的内忧外患之中，其所

念念不忘的解决之策便是通过改革弊政来重新实现

长治久安。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 年）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召

对赐坐”⑧，范仲淹终于迎来了将自身的改革理论付

诸实践的机会。 在“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
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开篇即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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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 弊而不救，祸乱

必生。 何哉？ 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
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 惟尧舜能通其

变，使民不倦。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

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
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２］４７３

范仲淹认为，任何朝代，当其政令制度沿袭日久

时，必然会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生出弊端。
弊端日积月累，就会造成“人情惨怨，天祸暴起”的

危险后果。 因此，统治者应该要像尧舜一样善于改

革陈旧的器用制度，才能使百姓进取不懈［９］ 。 接

着，范仲淹直引《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来说明凡

事穷塞就必然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通畅长久的

道理，为“庆历新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充分

的理论依据。 据此可见，《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

始终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及其改革实践的根柢与

灵魂。

三、“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因其《岳阳楼

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２］１６９的

名言而妇孺皆知。 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

便已经对“忧乐”问题有所论述。 如孔子曾感叹：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４］５３８３让“忧乐”
不只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而与道德修养产生了

紧密的联系。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发

展了“忧乐”思想，如其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

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５］５８１９将与天下百姓同

“忧乐”确立为统治者“王天下”的必备条件，体现出

鲜明的天下情怀与“为民”倾向。 除此之外，孟子还

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５］６０１０等重要命题，
为“忧乐”思想注入了忧患意识的鲜活元素。 范仲

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正是在创造性地继承与

发展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形

成的。
范仲淹的忧乐思想既以“先忧后乐”为宗旨，这

便意味着在其思想体系中“忧”相对于“乐”来说更

具优位性，“忧”所承载的意义也更为深沉。 范仲淹

忧乐思想中的“忧”，首先是忧国忧民之“忧”，表现

出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 范仲淹少怀大节，“于
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

天下” ［１０］ 。 这份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

怀，让范仲淹在身居州县小官时即不顾安危荣辱，屡
屡向当权者上书直陈朝政得失，以求改革弊政，实现

富国强兵的目标。 如在《奏上时务中》中，范仲淹说

道：“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

佞。 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途，而居

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 ［２］１７２在《上执

政书》中，范仲淹又坦言：“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

也……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
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２］１８２－１８３

入京身居谏任之后，范仲淹更是“谠言直节，奋不顾

己” ［１１］ ，遭逢三黜，亦毫不畏缩。 如其落职饶州则

表示：“智者千虑而有失，愚臣一心而岂周……然而

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 ［２］３４３

转任润州又自陈心志云：“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

安身。” ［２］３４４在给友人的信中，范仲淹亦说：
　 　 某念入朝以来，思报人主，言事太急，贬放

非一。 然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 九四以

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 九三以

阳处阳，固位安时，则天下有栋挠之凶。 非如艮

止之时，思不出位者也。［２］６２９

大过卦䷛，下巽上兑，卦中四阳过强，二阴过弱，
乃“大为过甚”之象。 此时须阴阳互济，才能保持平

衡与和谐，万不可各自固守“常经”。 如大过卦九四

以阳处阴，以刚济柔，故其爻辞曰“栋隆，吉” ［８］８４。
范仲淹指出，这是因为九四敢于突破常规、“越位救

时”，所以王室才有“栋隆之吉”。 而大过卦九三本

在下卦之极，又以阳居阳，刚亢过甚，故其爻辞云

“栋桡，凶” ［８］８４。 范仲淹认为，这是因为九三“固位

安时”，所以天下才有“栋挠之凶”。 至此，范仲淹强

调道，在朝政有失的“大过”之时，作为儒士应当心

忧天下，积极“越位救时”，而不能像艮止之时一样，
只是沉默不语、安守本位而已。 也正是在这种赤诚

报国、不惜“越位救时”的家国情怀的支撑下，范仲

淹之后西守边陲则击退强敌、定倾扶危，跻身执政则

思固国本、推行新政，直至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

“以竭遗忠” ［２］３７８。
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忧”，同时也是“生于忧

患”之“忧”，反映出范仲淹深沉的忧患意识。 如《易
义·家人》云：“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 一人之

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 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

焉……然则正家者，贵闲其初也。” ［２］１２２家人卦䷤，
主要阐发“治家”之道，范仲淹创造性地将“正家”与
“孝悌大兴（修身）” “成国” “天下”连通起来，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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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
道相契无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谈到“正家”的
措施时，范仲淹特别强调“贵闲其初也”。 “闲”，防
闲也［１２］ 。 这是说初九是家人卦之始，亦即“治家”
之始，此时最应该防恶于初，亦即“防恶于未萌”。

在《易义·遯》中，范仲淹又阐述道：“阴进阳

退，二阴进之于内，四阳退之于外。 柔佞入而刚正

出，君子遯去之时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祸之萌，
思远其时也，可不遯乎？ 故《遯》之为义尚乎远也。
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

利。” ［２］１２１遯卦䷠，从卦象上看，是二阴进之于内

（内卦），而四阳退之于外（外卦），有“柔佞入而刚正

出”的意味，故而范仲淹认为此卦所象征的是“君子

遯去之时”。 在这样的情境下，君子要时刻保持高

度警惕，于灾祸萌生之初便须立即辨察，及时隐匿而

去，方能避祸得吉。 所以，遯卦以应时远遁为尚。 例

如，遯卦之初六居于最内，在祸乱发生时来不及遁

去，其爻辞遂警诫有“遯尾”之危；而遯卦之上九高

翔远引，全身而退，其爻辞则大言有“肥遯”之利。
这里所反映的是一种不与奸佞为伍、明哲保身的

思想。
另外，在诠解震卦时，范仲淹还指出：“《震》，雷

相从而兴，威动万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

也。 万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 君子之

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

也，进退不履于违，则百行弗罹于祸。” ［２］１２６ 震卦

䷲，上下卦皆为震，有“天雷滚滚”之象，故范仲淹认

为此卦“威动万物”，所喻示的是“君子心身戒惧之

时”的情境。 迅雷震慑万物，使之警惧而不敢妄行，
万物因而得其亨通；君子若惶恐震惧，必不敢胡作非

为，故其道德品质也会因此而日臻完美。 由此，范仲

淹强调，如果君子身心内外能时时保持恐惧修省的

状态，那么他自然就会养成慎始惧初、遵行法度的优

良品性，这样他的思想心志便不会违背正道，他的言

行举止也不会招来祸患。
在范仲淹看来，人们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只有常

怀忧患之心、思虑必慎其始，才能做到应时而动，完
成“正其家”“成其国”直至“天下定”⑨的儒者事业。
所以，在《与九国博》一信中，范仲淹告诫说：“《易》
所谓‘忧悔吝者存乎介’是也。 虽纤微，亦能使人忧

悔。” ［２］５９７信中所引《易》文出自《周易·系辞》，其
意是说忧念“悔” “吝”之象在于预防纤介小疵。 范

仲淹借此而引申说，即便是小疵小失，也能让人忧惧

悔恨，因而在平日安居之时，亦须时刻保持忧患意

识，以防备小失酿成大祸。 这一道理既适用于修身，
亦可推之于治国。 如天圣三年四月，其时品阶低微

的范仲淹看到宋廷因太平日久而即将陷入“人不知

战，国不虑危”的危险情形，便不由得忧心忡忡地向

统治者上书力谏：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 此二道

者，天下之大柄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

可斯须而去焉。 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

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此失武之备

也……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 故善安

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

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

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２］１７３

范仲淹指出，圣人治理天下，都是文教与武备两

者并重、相济而行，从不偏废一方，因为这两者都是

天下的根本。 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虽开辟盛

世，但中年以后因贪享太平而忽略了加强武备，以致

安史之乱爆发，朝中无可用之兵，唐朝遂由此陷入风

雨飘摇之中。 于是，范仲淹向统治者劝诫道，圣人在

安定祥和之时，便开始着手防备祸患，在灾乱没有产

生以前，就已经做好了平定灾乱的预案；善于养生的

人，在健康安宁的时候，不会认为永无疾病，而是随

时备好药品、以防不测；而善于治国的人，在太平无

事之时，不认为会永无危乱，而是时时勤政化民、防
灾备患。 其言下之意，便是希望统治者不可端居太

平、无所作为，而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时刻保持忧患

意识，勤政治国，强兵备战，以防不虞之灾。 另在

《润州谢上表》中，范仲淹还说：
　 　 臣按大《易》之义，《坤》者，柔顺之卦，臣之

象也，而有履霜坚冰之防，以其阴不可长也。
《丰》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见斗之

戒，以其明不可微也。 臣考兹前训，虑于未萌。
当危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说。 谓大臣久

次，在进退而得宜；谓王者万几，必躬亲而无

倦。［２］３４４

坤卦䷁，六爻皆阴，是纯柔之卦，为臣之象，但其

初爻“履霜，坚冰至”说明了阴气积渐而至坚冰的道

理。 坤卦《文言传》依此爻义而发挥道：“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由辨

之不早辨也。” ［８］３３这是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

恶并非一朝一夕铸成的，而是由于君父不曾早日辨

别的缘故。 又丰卦䷶，下离上震，“明以动”，为“光
大之卦”，是君王之象，但其爻辞中却有“日中见斗”
之戒，即日正中天之时发生日全食，表明君上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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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遮蔽。 借助对这两卦的诠释，范仲淹劝谏君王，
统率百官要时刻防微杜渐，使之进退得宜，避免因臣

下邪心积渐而让自身遭受咎害；治国理政更须日日

精勤，即使事务繁多也要躬亲无倦，以免因懈怠或君

权旁落而让国家产生祸乱。 一言以蔽之，只有时时

“虑于未萌”，才能“多弭未然之患” ［２］３７７。
当然，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乐”也并非只是感

官之乐，而是蕴含着“道义之乐”。 其实，范仲淹《谢
转礼部侍郎表》中的“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

乐天乐道之分” ［２］３７４一句，便可作为其忧乐思想的

注脚来理解。 在宋代，范仲淹大概是最早对“孔颜

乐处”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思想家。 如早在大中祥

符七年（１０１４ 年），时年 ２６ 岁的范仲淹尚在睢阳书

院苦读，就曾写下“瓢思颜子心还乐” ［２］６２的诗句，
表露出践行“孔颜乐处”的心志。 “孔颜乐处”的核

心意旨在于君子“固穷而乐道”。 如范仲淹《易义·
困》说：“困于险而不改其说（悦）……其惟君子乎，
能固穷而乐道哉！” ［２］１２５这是说，在困穷、危难之时

还能始终坚守道义、修美己德并且不改其乐的人，大
概只有君子吧！ 范仲淹此言一方面是在阐释易理，
另一方面也是在自述其人生信念。 如其因危言鲠论

而致满朝见怒，却依旧不动于心，只是“惟责己乐

道”，并说 “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辈

耶” ［２］６３８；又如其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

志” ［２］１８１，但常年被贬谪于外，不得行其道，则始终

自励云：“惟君子为能乐道，正在此日矣。” ［２］６４１

总之，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经过时间

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崇仰的精神丰碑，
时刻感召着无数仁人志士胸怀家国、心忧天下。

结　 语

毛泽东曾指出，范仲淹一方面与诸葛亮一样，是
具备经世大才的“办事之人”，另一方面则和孔子、
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一般，是精研六经的“传
教之人”⑩，其一身而兼能臣、名儒等多重身份。 长

期以来，对于范仲淹的道德功业、“能臣”形象，“无
论士大夫争为传述，即妇人女子具能言之” ［２］１１７１；
而对于范仲淹的经术文章、“名儒”身份，学者们“真
能知者盖寡” ［２］１４４９。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方面确有不俗成绩———他通

过诠解《周易》等经著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先儒

的一些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贯穿于范仲淹的经

学论著之中，同时也构成了其经学的核心思想，并主

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
民本思想；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三是“先忧

后乐”的忧乐思想。
作为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

身的第一人，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蕴含着其在

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深刻思考与人生智慧，既紧贴经

学文本，又坚实立足于北宋仁宗朝的政治与社会现

实，并且始终以复行“王道”为宗旨，不管是对当时

的现实政治，还是对“宋学”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注释

①此言乃是对司马迁观点的归纳，参见司马迁论公孙弘语：“于是天

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

之。”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２９５０ 页。 ②关于范仲淹易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主要有：姚瀛艇、李保林：《范仲淹的〈易〉论》，《河南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第 ６２—６８ 页；张善文：《衍易理以成

章———论范仲淹赋作中的易学内涵》，《洁静精微之玄思———周易学

说启示录》，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４９—１６０
页；杨亚利：《“庆历易学”发微》，《周易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第 ７１—
８０ 页；杨亚利：《范仲淹〈易〉论对〈易传〉奠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

精神的发扬光大》，《理论学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第 ６５—６８ 页；刘越

峰：《范仲淹的解〈易〉特点及其对学术风气的影响》，《江西社会科

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第 ６４—６７ 页；范丽琴：《范仲淹〈易义〉解〈易〉
的方法和宗旨》，《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第
９０—９５ 页；朱汉民：《范仲淹易学的宋学精神———从玄学易理到宋学

易理的转型》，《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８１—９３ 页；等等。 关

于范仲淹春秋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罗炳良：《范仲淹与北宋

〈春秋〉学》，《东岳论丛》２００９ 第 ８ 期，第 １４３—１４９ 页；侯步云：《范
仲淹〈春秋〉学考略》，《兰台世界》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第 ７６—７７ 页。 关

于范仲淹中庸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培高：《范仲淹的〈中
庸〉诠释及其影响》，《哲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第 ５３—６０ 页。 其余

涉及范仲淹经学研究的成果尚有不少，限于篇幅，不一一述及。 ③从

专门之学《尚书》而言，南宋至清代学者如吴棫、朱熹、梅 、阎若璩

等人考证，今传《尚书》中有二十五篇伪《古文尚书》 （如《五子之歌》
《大禹谟》等篇）为魏晋人所伪造，但其文多有独一无二的格言警句，
提炼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尚书》研究者认为，伪《古文尚书》也并非

凭空捏造，而是利用了若干先秦时期的思想资料，因而伪《古文尚

书》的一些名言警句仍然被作为先儒思想加以引用。 范仲淹时代，
《尚书》辨伪活动尚未开始。 故其所引伪《古文尚书》之文（如下文所

论及的《大禹谟》一篇），笔者只作为中华思想资源处理，不刻意区别

其真伪。 此处所引文本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清
嘉庆刊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３３０ 页。 ④《管子·牧民》阐述

了管子的“四顺”思想，其文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
逆民心。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

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旧题为管仲：《管子》，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 ７２９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２ 页。 ⑤此为《国

语·周语》所载伯阳父论周亡之辞。 其原文为：“幽王二年，西周三

川皆震。 伯阳父曰：“周将亡矣。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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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乱之也……夫水，土演而民用也。 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
塞必竭。 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徐元诰

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６—
２７ 页。 ⑥范仲淹一直期望实现“王道之治”，如其在《上执政书》强

调“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 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

集》，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３ 页。 ⑦牟 ：《牟氏陵阳集》，载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１８８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７６ 页。 而且，《宋史·范仲淹传》亦指出范仲淹“长于《易》”。 脱脱

等：《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０２６７
页。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载：“上既擢范仲

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上再

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
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 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

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条”，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３４３１ 页。 ⑨《家人卦》之《彖传》云：“正家而天下定

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０２ 页。 ⑩毛泽东曾指出：“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
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是也。 宋韩、范并

称，清曾、左并称。 然韩、左办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毛泽东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
编辑组编：《讲堂录》，《毛泽东早期文选（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

二零年十一月）》，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５３３ 页。 此处有

参考陈植锷之观点。 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一书中指出，范仲

淹是北宋著名人物中第一个成为综合型人才的儒士，其知识结构包

括儒学、文才、吏才、德行等多个方面。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４—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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